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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中国昆曲作为“文化遗产”的保存问题

发布时间:2010-04-04

作者:解玉峰 

  内容摘要：关于中国昆曲作为“文化遗产”的保存问题，戴平先生在近日发表的《保存

昆曲遗产之我见》文中提出：一方面应强调“移部不换形”，尽量保存传统的、原汁原味的

东西；同时又不应“抱残守缺”，应在发展、革新中保存昆曲，提倡和肯定新戏的编排。笔

者认为：“原封不动”或“原汁原味”地保存昆曲在现实和理论上都是不可能的；昆曲在当

代仍然有相当大的“发展”、“创新”的空间，但这种“发展”、“创新”是与“继承”传

统（主要是传统折子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古典”的昆曲也并不一定为迎合“现代”观

众的趣味而编演新戏，编演新戏在当代存在很多实际困难，应谨慎从事；昆曲的当务之急是

“继承”，而不是“发展”。  

  关键词：昆曲文化遗产保存折子戏《十五贯》  

  自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中国昆曲“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誉

称号以来，昆界内外各方面的人士皆对昆曲表现出更多的热情和关注，国内昆曲演出和研究

也稍见活跃，中国昆曲大有重整振作的迹象，这是颇足令人感奋的。但感奋之后，我们不得

不深思：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应当如何把承自古人的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保存和传承下

去？  

  带着这样的思考，笔者近日有幸拜读了上海戏剧学院戴平先生的大作《保存昆曲遗产之

我见》。①可以看出，戴平先生对昆曲遗产的保存问题已积累了相当多的思考，戴平先生的

许多意见都是启人思维的，有些问题在拜读戴先生的大作之前，笔者一直缺少较为认真细致

的思考。戴平先生的观点在当代可能颇具代表性，但从总体而言，我个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与戴先生存在一些根本性差异，现在不揣浅陋，申述如后，敬请戴平先生及关心这一话题的

方家指教。  

  戴平先生在文中指出，昆曲作为文化遗产的保存，应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原封不动

地保存，象保存古建筑、文物一样，以便保持传统的“原汁原味”的东西；另一种是不应抱

残守缺、故步自封，要在“发展中保存”，鼓励创编新戏，以适应现代观众的需要。片面的

强调“继承”和“发展”都会导致昆曲的衰亡。戴文最主要的篇幅在于论证后一点，作者联

系昆曲的历史和现实，从正、反两面论证“发展”才是硬道理。故本文在陈述个人意见时，

也将尽可能依循戴文的叙述脉络而展开。  

                        昆曲能“原封不动”地保存么？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戏曲界演员断代、剧目失传、观众流失的问题已较为严重，“戏曲

危机”的呼声此起彼伏。民族戏剧的抢救和继承，在当时已刻不容缓。著名的京剧音配像工

程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酝酿的。自1994年7月始，在李瑞环同志亲自策划指导下，京剧音

配像工程正式启动，至2002年8月基本完成录制工作。京剧音配像工程目的是通过音配像技术

手段，复原、重现前辈京剧名家的舞台形象，以抢救濒临失传的优秀剧目，其基本思路也正

是希望以“原封不动”的、“原汁原味”的方式使京剧得到保存。  

  据笔者所知，近年来，昆界明确提出用“原封不动”的、“原汁原味”的方式保存昆

曲，在国内主要是两位老前辈，一位是苏州的顾笃璜先生，一位是南京的丁修询先生。苏州

的顾笃璜先生，曾长期主持苏州文化局和苏州昆剧团的工作，在苏州昆界德高望重，苏州昆

剧团近年推出的《琵琶记》、《长生殿》，都是按保存“原汁原味”的思路进行编排的。  

  戴平先生在文中提出，应当象保存古建筑、文物一样，原封不动地保存昆曲，以便保持

传统的“原汁原味”，这说明理论界在民族戏剧的抢救和继承问题上，在一定层面上已达成

一种共识。  

  但因为昆曲毕竟不同于古建筑或文物，而是靠“活人”表演才能实现的“艺术”创造，

是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照笔者目前的认识，保存昆曲之旧，“原封不动”或“原汁



原味”的理想和愿望是好的，但在现实操作中不免脱离实际。京剧音配像工程无疑是造福子

孙、功德无量的善举，但若从“原汁原味”的标准来衡量，仍不免有很大的缺憾。因为我们

现在只是根据京剧前辈艺术家的演唱录音（未必是最佳的），以当代演员（未必是最佳的）

的舞台表演为配像，力求在唱腔、身段、表情、做工等方面最大限度地复原“历史原貌”。

在这样的情形下，各个方面都不免要打些折扣。但不论音配像距离“历史原貌”有多远，由

于它是电视摄像，对今人而言，它本身至少是一种“定格”，而且有可能是后人无法企及的

一种“定格”，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京剧或昆曲在现实社会的传承中，则不可能如电视

摄像一样，有艺术“定格”的可能。老辈艺术家的同一出戏，在不同的场合或心境下，其表

演可能会有程度不同的变化和处理，随着时光的流逝，其表演技艺或有精进，或有衰退。老

辈艺术家的传人或弟子，即使是刻意效仿，因为先天或后天的各种因素，也不可能与前辈分

毫无差。  

  从理论上说，“原汁原味”说也有不周延处。艺术的进步永远是无止境的。如果认为某

位艺术家的某出戏，可以是或应当是被“原封不动”地保存、流留，才是“原汁原味”，即

是认为：某位艺术家的某出戏在艺术水准上是最高的，是无可挑剔的，所以也是动不得的。

这种假设的前提是艺术是可以绝对静止的，是无可超越的，这是不合艺术辩证法的。退一步

讲，假如我们都认为梅兰芳或俞振飞是不可超越的，是应当“原封不动”地保存的，如此才

可以守住梅兰芳或俞振飞的“原汁原味”，那么梅兰芳或俞振飞之前或并时，京剧或昆曲有

没有“原汁原味”的东西？如果我们承认梅兰芳或俞振飞之前或并时早已经有“原汁原

味”，我们今人应当遵从梅兰芳或俞振飞的“原汁原味”，还是应当死守住他们前辈或梅、

俞的“原汁原味”？这里最困难的问题是：我们到哪里去寻找一位“通天教主”，请他指示

我们，什么是超越一切时空的万万动不得的“原汁原味”？所以，探讨昆曲的“原汁原

味”，最重要是探讨昆曲艺术最根本的规律，一切以这个“规律”为准绳，而不应以某一时

代或某一名家的特定时限下的表演为准则，“原封不动”地遵从。  

  所以，不论是在现实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原汁原味”说都是有很大问题的。虽然

如此，我个人仍愿意对“原汁原味”说的倡议者们表示高度的同情和敬意。因为这些倡议者

之所以会有此“过激”的言论，恰恰是针对另一种“过激”行为的刺激。近些年来，戏剧界

一些人士每以“创新”、“发展”为名，推出了许多“话剧场次、越剧服装、交响音乐”的

“新戏”，大刀阔斧搞“革新”，各方名家轮番“打造”，国家的钱财花了很多，观众却普

遍失望。我深深感到遗憾的是，戴平先生在提出“原封不动”、“原汁原味”地保存昆曲的

论点时，并不能完全理解倡议者们最初的良苦用心，所以在对“原汁原味”说表示首肯之

后，转身即去鼓励、肯定各种“革新”和“创新”。  

                    昆曲在当代有“创新”的可能么？  

  假如艺术“创新”是指艺术的不断精进，是指在前人已取得的艺术成就基础上有更高明

的发展和创造，那么昆曲在当代仍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昆曲在当代仍可以有“创新”。  

  从昆曲的舞台表演看，民族戏剧的舞台表演艺术自宋南戏形成以来，表现为艺术表演的

不断丰富和完善，至乾嘉时昆剧折子戏的基本定型，标志着昆剧艺术表演体系的基本完成。

但昆剧艺术表演体系的基本完成，是就其艺术的整体而言，具体到每出折子戏，仍有待于表

演艺术方面的不断打磨、精雕细刻，仍有不少发展、创新的空间，直到近现代，我们也仍然

不能说，昆曲折子戏在表演艺术上已登峰造极，精进之路业已完成。一般戏曲演员都讲究

“唱、念、做、打”和“手、眼、身、法、步”，所谓“四功五法”。演员自幼接受训练，

终身不敢停辍，所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表演技艺不进则退，昆曲演员也不能例外。

以“唱”功而言，昆曲唱最根本的特征是“以文化乐”、“依字声行腔”②，故昆曲唱的前

提是“识字”，只有读书识字，才可以知四声阴阳、明文辞句读，清曲唱也才能真正做到魏

良辅《南词引正》中所说的曲唱“三绝”：字清、腔纯、板正。也只有读书识字，才有可能

细心体味剧中人物的性情气质，将人物细腻传神地表现出来。然而，明清时期的家班优伶、

乾嘉以来的职业昆班艺人，大都是不识字的，所以他们的曲唱或做、表，充其量是依葫芦画

瓢，师傅教得好，学生学得像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昆曲演员文化层次的提高，为其

艺术创新提供了可能。胡忌先生近日曾对笔者说（2004年7月7日）：“张继青、蔡正仁这一

辈演员，虽然在总体上不如传字辈老师会的戏多，但有一些戏，像张继青的‘三梦’（笔者

按，指《惊梦》、《寻梦》、《痴梦》），就超过他们的上一辈。他们这一辈的天资好。周

传瑛是没嗓子的，他们传字辈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没办法才学戏的。”胡忌先生所言，确属

事实。但对后来者而言，张继青、蔡正仁这一辈演员的戏，难道可以说是尽善尽美、无可超

越么？  

  从昆曲的文学剧本看，也还有不少创造和提升的空间。我们今日看到的昆曲折子戏，都

是以文人传奇为本、经历代艺人不断加工琢磨而成。自乾隆时钱德苍编《缀白裘》流行以

来，折子戏的文学剧本趋于相对稳定，但这也并非意味着已尽善尽美。折子戏的文学剧本从

构成来看，包括曲词、宾白两部分。拿曲词来说，《牡丹亭》一类的传奇固然辞采高妙、令

人叹绝，但也未必无可挑剔，故自其产生以来，即曾不断被沈璟、吕天成、冯梦龙等文人翻

改。今日我们看到的《牡丹亭》舞台本唱词与《牡丹亭》原本出入很少，主要应归功于乾隆

时叶堂编订的《纳书楹四梦全谱》的全力保存。从这个意义上，汤显祖是很幸运的。但一般

的传奇家，则未必有汤老先生的幸运，若以《缀白裘》与其原本对照，皆有或多或少的改

动。所以，在遵守文辞格律、兼顾剧情与场上演出的前提下，古人的曲词也是可以被不断加

工完善的。如果说折子戏的曲词一般都是遵照原本、略加缘饰，其宾白的增删则谈不上是

“遵循”原本，甚至完全可以说是一种再创造。《（南）西厢记?游殿》、《绣襦记?教

歌》、《鲛绡记?写状》等说白较多、净丑为主的戏，在传奇原本可以说是草草交代的过场

戏，后来能演出三、四十分钟，波澜起伏，妙趣横生，成为经典的折子戏，完全可以说是出

自艺人的创造。《跃鲤记?芦林》、《牡丹亭?游园》、《长生殿?酒楼》等唱工较多、生旦为

主的戏，在原本中本来是有些单调沉闷的，艺人们设法加强副（净）、贴、丑的戏，与生、

旦形成对照，使得这些折子戏既可听、又可看，也成为经典。所以，在“情通理顺”的前提

下，照顾到戏的可看、可听和生动、有趣，传统折子戏的宾白应当还有相当大的加工空间。  



  从昆曲的音乐来说，传统的东西也非尽如人意。昆曲乐谱自乾隆时的《纳书楹曲谱》、

《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到近代《集成曲谱》、《粟庐曲谱》，积累了一大批具有经典意

义的昆曲谱，但具体到细处的每支曲的板眼、腔格、腔句等方面的处理，各家曲谱也并非无

可挑剔。从大处而言，自明嘉隆时的魏良辅，到清乾隆时的叶堂，再到近代的俞粟庐，昆曲

唱遵循的都是我华夏民族“以文化乐”的传统，但魏良辅、叶堂等唱家们并没有很好地解决

“文”与“乐”的矛盾关系，其“依字声行腔”的“字唱”强化了“腔句”的独立性，从而

对“曲牌”产生了瓦解，依照“曲牌”格律填写的整支曲的曲情或曲意也不再具有整体性，

更不遑说更大单位的由“曲牌”组成的“宫调”了。这就是说，从“文”与“乐”这一对矛

盾的解决看，传统的昆曲音乐还只是停留在“腔句”这个较小的、低级的结构单位上，其音

乐结构还有待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以便能在更大的、高级的结构单位（“曲牌”或“宫

调”）上也能实现“文”与“乐”的平衡统一。在更高级的层面上探求“文”与“乐”的结

合，丰富和完善昆曲音乐，本应由文士努力探索、完成的，但自清乾隆朝以来，文士阶层瓦

解，这种探索基本上被中断了。所以，这一问题也仍然遗留给当代的中国人。③  

  除舞台表演、文学、音乐之外，其他如舞台调度、脚色扮饰、乐器调配等方面，当代昆

曲也仍有待于进一步去认识、摸索、完善和提高。我们应当说，所有循艺术之“理”的探

索、创新都是值得肯定的。从经典化的标准来看，昆曲各方面艺术创新的空间也还相当大。

但所有的艺术“创新”都必须以继承传统、理解传统为前提（这真是老生常谈的大道理），

传统首先是一种高度，有时甚至是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也只有攀登上这个高度，我们才谈

得上更进一步的提高和创新。  

                        “革新”和新戏对昆曲的意义  

  如前文所述，笔者认为，昆曲在当代仍可以有“发展”、有“创新”的，但这种“发

展”、和“创新”是与“继承”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戴平先生的“发展”、“创新”

则是与编排新戏联系在一起的。戴平先生在文中坚持认为，“如不进行改革，不谋求发展，

不谋求革新，只有绝灭一途”，“不断创作新编历史剧，改编传统戏，看来是新时代昆曲的

一条成功的发展之路。”  

  戴平先生之所以认为“在发展中继承，是最好的继承”，“抱残守缺，是导致昆曲衰败

的主要缘由”，主要是因为她看到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清中叶以后，昆班演的戏大都是老

戏，很少有新剧目的增添，昆曲开始在走下坡路，到清末，“昆曲成为曲高和寡的东西”。

清中叶后的昆曲，观众日少，渐走上曲高和寡之途，此诚为历史事实。但剧目的新、旧是否

便是根本性问题？清中叶后，乱弹戏吸引了更多的中国观众，是否便因为它富有“革新精

神”，不断推出新剧目？  

  笔者认为，评定艺术的高下，不当以流行程度、受众多寡为主要衡量指标。若从需求量

着眼，黄公望的山水图肯定比不上杨柳青的年画，我们能否据此说，后者在艺术水准上肯定

胜过前者？“雅部”昆曲的观众远远比不上“花部”乱弹，是否也是此理？所以，“花”胜

“雅”，凭靠的不一定是“艺术”，而是靠其（通）“俗”。  

  站在戏曲艺人现实生存的立场上，我们当然可以劝告昆班的艺人们：不要固执地守着你

们老祖宗的那一套了，赶紧向京班学习，不谋求“革新”，只有死路一条！事实上，也用不

着我们自作高明去地劝说，自1790年安庆人高朗亭率“三庆班”进入北京到1941年传字辈的

“仙霓社”最终报散、逃离大上海，近一个半世纪，有多少艺人初习昆曲、后改皮簧自谋生

路？自咸、同时的程继先、徐小香、梅巧玲到近代的周凤林、姚传湄，姓名可知者，即不胜

枚举。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对他们的“权变”横加指责。  

  但假如我们站在艺术的立场上，“雅部”不得不向“花部”投诚，昆班艺人不得不搭靠

京班乞活路，难道不是可悲可叹之事么？站在“乱”（弹）的立场上，“文武昆乱不挡”或

“雅俗共赏”当然是极可称颂的；但站在“昆”的立场上，“文武昆乱不挡”或“雅俗共

赏”难道没有“媚俗”的因素在其中么？昆班艺人搭靠京班后，肯定有助于其艺术的提高

么？  

  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的昆班，为了跟徽班以及后来的京班竞争，也常常以编演新戏来招徕

观众。如传字辈在上海“大世界”、“新世界”等场地演出期间，曾经向京班学习了一些昆

腔武戏，如《玉麒麟》、《凤凰山》、《安天会》《贩马记》、《盗皇坟》、《状元印》、

《雅观楼》等，有时则根据流行的弹词、小说改编成新戏，如《三笑姻缘》、《玉搔头》

（又名《正德游龙传》）、《描金凤》、《梅花簪》等。这些新戏在艺术水准上当然不能与

传统老戏相比，其唯一的长处是“新”，其根本特征是“俗”。据桑毓喜先生《昆剧传字

辈》的著录，这些新编戏总数在180出左右，占其当时全部演出剧目的四分之一以上。［1］

（P.177）应当说，传字辈在大上海挣扎求存时，用尽了各种招数，他们编演新戏的“革新精

神”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并没能改变其不幸的命运，他们最后死的死，病的病，改行的改

行，最终不得不四处逃散！  

  笔者列举上述事实，只想说明，剧目的新、旧，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更不是借剧目之

“新”制造轰动一时的效应！关键的问题是能否有一大批有一定艺术水准的、舞台上立得

住、可以传下去的好戏！  

  假如昆曲一直坚守自己的艺术原则，艺术上不断精进，其不断走向“高雅”，乃至不自

觉地走向曲高和寡的“绝”路，乃是其命中注定的。④古今中外凡是被文明社会所记忆、所

赞美的各种艺术，哪一种没有走过不断被精进、不断被雅化的道路？这条道路可能是它们走

向曲高和寡的死路—“绝”路，但也是它们攀登艺术峰巅的唯一路途—“绝”路。降低自己

的艺术品格，为迎合观众口味而不断“革新”、推出新戏，对昆曲艺术本身而言难道没有戕

害么？  

                “古典”昆曲一定要迎合“现代”观众的趣味么？  

  戴平先生之所以坚持“在发展中保存”，“只有推陈出新，才能使昆曲具有新的生命

力”，另一重要原因是昆曲观众方面的考虑，“今天的昆曲是演给今天的观众看的，从内容

到形式都要同今天的观众的心理图式相吻合”，“能否争取观众，尤其是争取青年观众，是

衡量其生命力的标尺”。  



  任何艺术品类都有其特有的表现范围和情感内容，所以也必然有其特定的欣赏人群或阶

层。我们不能期望任何一种艺术，可以有无所不包的艺术表现，并适合于所有人的欣赏趣

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过去提倡文艺创作的“雅俗共赏”，至少在理论上是不周延的。

艺术的创造和接受不可能没有“雅”、“俗”之别，或是“高雅”，或是“低俗”，或是第

三类—“雅俗共赏”。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所有的艺术，都必须“雅俗共赏”，“雅俗共赏”

的东西在艺术上肯定是要打些折扣的。  

  我在此节喋喋不休，其实只想说：昆曲作为一门艺术品类，她也必然应拥有属于其自身

的观众，理论研究者或宣传部门，有责任、有义务去帮助她找到自己的知音，却不应期望她

不断“革新”，乃至以改变其自身为代价，去迎合所谓的“现代趣味”。如果我们承认，昆

曲是我们中国“古人”流传给“今人”的“遗产”，我们“今人”只有责任要求自己去接

受、去理解我们中国“古人”的东西，却没有理由要求把“古人”的东西进行“推陈出

新”，改造得面目全非。为什么当我们面对一样自己不能完全理解、欣赏的艺术，首先想到

的不是努力提升自己的艺术素养，却要求这类艺术“降格以求”呢？现代版的“白话论

语”、“白话庄子”，当然有助于现代人理解孔子、庄子的思想，但现代人若真正想理解孔

子、庄子的思想，难道不应亲自去研读古文版的《论语》、《庄子》？作为现代的中国人，

难道不应努力提高自身民族文化的修养，以便沉思：我们从哪里来、又将往哪里去么？  

  以昆曲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她也还远未“高雅”到“现代人”无法接受、无法理解的高

度。与京剧、越剧或其他“剧种”很不同，目前国内昆曲爱好者有许多是七十年代以后出生

的、一般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目前国内各昆曲网站最活跃的“昆虫”也正是这样

一批人，这些“昆虫”清唱或彩爨的水准并不一定在专业演员之下。2001年元旦的袅晴丝曲

会，来自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昆虫”曾齐集南京，高歌三日。在甘熙故居的一次

雅集中，南京已故著名曲家王正来先生在聆听了他们的清唱后，连称“水平之高，大出意

外”。在笔者读书、执教的南京大学，数十年来一直有一批忠实的昆曲爱好者，今日江苏省

昆剧院周末兰苑剧场的年轻观众，有许多是来自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有的来自南大江北校

区，往返一般要经历三、四小时的颠簸之苦！2003年11月7日，继昆曲之后，中国古琴与世界

其他27种文化艺术形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第二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

作”。早在此之前，南京大学女生公寓即已拥有许多古琴爱好者！笔者在此处不厌其烦地列

举上述事实，只是期望戏剧界、文艺界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士，不要轻觑了当代的“年轻

人”，不要想当然地以为：中国当代的“年轻人”都头脑简单，除了“青春片”、“流行

雨”一类的流行文化外，别无所好！  

  笔者认为，昆曲的确是高雅艺术，现代人若想欣赏昆曲，也的确有不少难度。但昆曲的

“高雅”是相对京戏和各种地方戏而言的，昆曲中也有很“通俗”、很“现代”的东西，她

也还远未高雅到“曲高和寡”或“阳春白雪”的高度，如果宣传得力，它完全可以赢得数十

倍、数百倍于今日的观众。⑤昆曲在今日，也还远未“没落”到必须降格以求的地步。  

                          编排新戏的成本和风险  

  凡人之常情，喜新厌旧。若从理想状况而言，昆曲自应当不断推出一些新戏，以吸引不

同层次的观众。但编排新戏，不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有极高的成本和风险。一本新

戏，从剧本编写到场上搬演，一般须经历以下一些环节：  

  一、制曲：传奇剧本的写作，主要是制曲，制曲之人可以只按文辞格律写作，所谓照谱

“填词”，填词家可能不谙曲唱之道。  

  二、谱曲：填词完毕，交由专门曲家制谱，即按照曲词的情感内容为作家所填之词打

谱，昆曲谱曲须凛遵“以文化乐”、“依字声行腔”的规矩。  

  三、拍曲：即由老曲师或（已退出舞台的）老伶工亲自按板授曲，所谓“拍曲子”。此

亦为专门技艺，谱曲者未必能之。过去的老曲师一般要求严格，每支曲熟唱百遍后，方准上

笛。  

  四、身段：习曲既熟，然后乃向善戏者学习与本戏的身段表演。习学身段者必有自幼入

科班学戏四五年或更长的经历，“四功五法”皆有相当的基础。  

  五、对戏：已学完身段动作与同演戏之人一同排练，须讲究彼此配合默契、丝丝入扣。

亦有将身段与对戏同时进行的，但总须以个人身段熟习为前提。  

  六、响排：即按一般演戏的场面，与锣鼓、丝竹相配合演出。  

  七、搬演。  

  由此可见，一本新戏由创作到搬演，没有各方面人士的紧密协作不成。新戏推出，洵非

易易！在昆曲最流行的时代，自十六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末，即自梁辰鱼的《浣纱记》到

“南洪北孔”的《长生殿》、《桃花扇》，新戏的推出也并不像后来那样困难。其主要原因

是江南文人士夫多雅好昆曲，喜制传奇以示才情，又有豢养家班之风，每有传奇制成，即交

付家班搬演。若文辞当行、关目入胜，职业戏班亦会拿去演习，社会反响良好，即有不断搬

演和不断加工琢磨。在不断的打磨过程中，有些单出或场次会渐渐从全本戏中独立出来，成

为艺术上相对独立、完整的“折子戏”，最终成为戏班的看家老戏。但十八世纪以来，江南

文士政治、经济上遭遇沉重打击，文人动辄得咎，在朝廷监禁之下，家班豢养之风，顿然消

歇。至此，新戏由制作到搬演的良性循环被切断，文人、艺人日渐疏远。文人即使有传奇制

作，也往往流为案头之作，不适于场上搬演；而职业戏班几百年来已积累了一些足以保证其

赢取观众、有一定艺术水准的老戏，他们一般不再甘冒风险，搬演新戏。偶有新戏推出，也

常常因各方面配合不佳，艺术水准不及老戏，不为观众认可，难以成为保留剧目。近代传字

辈在编排的很多新戏以及他们的前辈“全福班”曾经编演的“跑情节”的新戏都是随编随

汰，正是此理。［2］（P.635）  

  五十年代以来的社会环境，为新戏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建国后，新政府针对戏曲工作的

最重要的方针政策就是1951年5月5日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发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

示》，这就是著名的“五·五指示”。在剧目改革方面，“五·五指示”一方面提出对流行

最广的旧有剧目进行审定，“对其中的不良内容和不良表演方法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修

改”；另一方面又提出对各种戏曲种类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促成戏曲艺



术的百花齐放”。这一策略1958年发展为“两条腿走路”的剧目方针，即“一方面提倡戏曲

反映现代生活，一方面重视传统。一方面鼓励创造新剧目，一方面继续整理、改编旧有剧

目”。在“两条腿走路”的基础上，1960年又明确地提出“三并举”的策略，即“现代剧、

传统剧、新编历史剧三者并举”。“两条腿走路”或“三并举”策略的提出，实际上迫于两

种现实需要：一是新中国成立后数十万戏曲艺人的生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的文化娱乐需求，

二是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并未完全统一，新政权迫切希望借助这种民族性的艺术样式引导和改

造普通民众的意识形态。轰动一时的《十五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推上历史舞台的。  

  1955年浙江苏昆剧团编排的新戏《十五贯》当然是有大功绩的，没有《十五贯》可能就

没有后来六大昆剧团的组建，我们今日能否见到完整的昆曲演出、有没有昆曲“遗产”也都

是未知数。但《十五贯》的成功主要在其“思想性”，周恩来总理当时评价说：“《十五

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3］但其“艺术性”则并非如当

时鼓吹的那样“高”。三十年后，当洛地先生主持编选《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浙江卷”

时，理所当然地认为应当把《十五贯》中艺术水平较“高”的曲子收集在《集成》中，然而

反复翻阅《十五贯》，“实在是找不到可以入选的曲子”！⑥  

  如果说在艺术方面《十五贯》对后世有“启示”意义，还是那句老话：所有的“创新”

都必须以“继承”传统为前提。《十五贯》中《批斩》、《见都》、《踏勘》、《访鼠》、

《测字》等较精彩的几场戏都是有“传统”的，这几出折子戏自乾隆时的《缀白裘》以来，

昆班一直在演出，直到传字辈的周传瑛、王传淞。自乾隆以来，戏园标准确立，除演出传统

折子戏外，职业昆班也常常将源于同一本戏的几出折子戏稍加串联，使之成为首尾完整的

“小本戏”。［4］“新编”的《十五贯》也是在传统折子戏的基础上稍加增删、使之情节完

整而已。八十年代上海昆剧团编排的《长生殿》、江苏省昆剧院编排的《朱买臣休妻》、浙

江京昆剧团的《风筝误》等戏之所以为观众认可，也是因为这些新编的小本戏都是在传统折

子戏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在“骨子老戏”（折子戏）的基础上尝试编排“小本戏”，事实

上证明易于成功。  

  在一无所本或传统积累较少的情况下编排新戏，在当下的环境中有更多的实际困难。自

提倡“白话文学”以来，我华夏两千年诗词传统渐失，原属“小儿科”的对联尚未必工巧，

何处更求汤若士、“南洪北孔”一流的填词家？自西洋音乐传入中国，唱家但知按谱歌唱，

四声腔格、出字归韵明白辨析者，今世又有几人？自入“现代”以来，万事皆求高效率、

“速成”，老曲师若按旧时规矩授曲百遍，人将皆笑其愚痴矣！自斯坦尼戏剧理论传入中

国，伶人皆知“角色体验”和“个人风格”，不复严守各家门身段“尺寸”，历代伶人苦心

琢磨之优美身段，丧失不知几许矣！所以从各个环节来看，编排新戏的困难都是极高的，更

何况各个环节的相互协调！近五十年来，也有一些较为成功的新编戏，如浙江京昆剧团的

《西园记》、北方昆曲剧院的《李慧娘》、上海昆剧团的《蝴蝶梦》等。这些戏有可能像旧

传奇一样，某些较精彩的场次，若得进一步加工琢磨，有可能成为经典的折子戏。这些戏之

所以大体上能得到认可，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们尽可能吸收传统已有的东西，在编排时充分尊

重演员或是让演员直接参与编导（而不是像话剧演员一样听命于编导），守住“昆”的格

范，花钱不多，场面不大。  

  八十年代以来，因为各种汇演、参赛，国内各昆剧团相继推出一些新戏或“新编昆

曲”，这些新编戏艺术水准不一，其中凝聚着编剧、导演和演员们辛勤的汗水，可歌可敬！

然而，在奖杯和掌声之后，我们扪心自问：这些新编戏在舞台上真正可以立得住、传下去有

几种？这些年，我们花了很多钱，推出了不少“大制作”，也获得了各种名义的奖项，但我

们最终有没有收回我们的成本？是哪些人“获奖”了、成名了、得利了？靠这些“获奖”作

品，能为我们赢得“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称号么？  

  戴平先生在文中，反复鼓励、提倡新编戏，我在这里则诚恳地奉劝昆界人士：瞻前顾

后，还是慎编新戏吧！新编戏的成本和风险都太高！  

                   结语：昆曲的当务之急是“继承”，不是“发展”  

  我们今天讲保存文化“遗产”，所谓“遗产”，其最基本的含义的是“古人”留给“今

人”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十世纪的东西，包括传字辈演员二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新编

戏、1956年轰动一时的《十五贯》都不是“遗产”，更不遑论《十五贯》以来各种“获奖”

 


